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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
———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韩孟孟1，闫东升2

( 南京大学 1． 商学院; 2．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基于 2016年 WIOD网站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匹配数据，
本文计算了 2005－2014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
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时，环境规制
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行业要素密
集度和污染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资本

密集度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行业污染

程度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负面调节效应，但不显著。
结论表明，当前应通过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关联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提升，逐渐提高各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来华投资的筛选标准，继续加大创新研发与人才培养力度，

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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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快速发

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碎片化、任务
型生产模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方式，

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割使得各国凭借其要素禀赋与

比较优势参与分工。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廉价的劳
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通过组装、代工等方式成为世界第一大产品
制造国，促进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1］。但该成果
的背后是以“低质低效”、“高污染和高排放”为
主要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由于缺乏技术

含量、产品质量等高附加值优势，中国制造业长期
面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底部的风险［2］，这显然不

利于行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

制造业亟需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

攀升。与此同时，面对国内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
实施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已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推进绿色发展、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
环境监管体制”四大环保举措，中国制造 2025 也
制定了“到 2025年，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
标，上述政策无不体现了中国在实施环境规制，解

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决心与动力。那么，面对国内绿
色发展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双重紧迫任务，环境

规制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制造业作为环境问题的主要实施者和中国经济的

重要支撑者，以此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环境规制与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找到

一个清洁生产与产业进步的纳什均衡点，以获得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侧重于从环境规

制的效应角度来探讨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间接影响，已有研究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内部视角主要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方面验

证环境规制对市场主体国内运行能力的影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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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验证“波特假说”是否普遍存在。Ayerbe 和
Górriz［3］运用 1990－1995 年西班牙实施环境保护计
划的大型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企业

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为达到环境绩效和技术标

准而制定的治污减排投资在短期内虽具有较大的

环境价值但对生产效率却具有负面影响。Berman
和 Bui［4］以美国炼油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环境规
制的生产率效应，发现遵循严格环境法规的炼油

厂获得了显著的生产率提升。Lanoie 等［5］分析了加
拿大制造行业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认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为负，长期内相反，且这种效应在国际化浓厚的

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王国印和王动［6］通过对我国
中东部地区 1999 － 2007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

强于中部地区。蒋伏心等［7］以 2004－2011 年江苏
省 28个制造业行业为样本，验证了环境规制与技
术创新之间先降后升的 U型关系。
外部视角主要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方

面验证环境规制对市场主体国际边际表现的影响，

即主要验证 “污染天堂”是否为影响国际比较优
势的重要因素。Cole 等［8］研究了美国污染密集型
工业中环境规制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认为污

染密集型工业能够通过密集使用物质和人力资本

使发展中国家作为被转移目标的吸引力下降。Ca-
gatay和 Mihci［9］运用经合组织的环境信息构建了环
境敏感性指标，以探索环境规制强度对贸易模式

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与产品出口呈

反比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规

制差异是解释其贸易模式转变的关键标准。
Manderson和 Kneller［10］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国
贸易的影响，认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污染
天堂”的存在，但确实出现了不同环境成本企业
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上的系统性差异。任力和黄
崇杰［11］以中国 37个贸易国为研究对象，发现发达
国家环境规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存在负面影响，

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

不显著。刘家悦和谢靖［12］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对出口质

量升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国内表现和国

际优势两方面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地位的

间接影响，但缺乏对环境规制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关系的直接研究。本文将 WIOD 网站 2016 年
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进

行匹配，计算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指数，立足于中国实际探讨环境规制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二、影响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保护环境而向各市场参与

者实施的一种制约性活动，不同的市场主体根据

其发展实力、环境治理能力等特征对环境规制政
策具有不同的应对模式，本文主要从被动遵循和

良性互动两种反馈机制来探讨环境规制对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被动遵循主要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对环境规制

政策的消极遵从，该应对方式的初衷认为环境规

制会通过增加内部治理成本对全球价值链升级产

生不利影响，其主要建立在基于静态角度的传统

新古典理论之上。首先，环境规制的实施迫使企业
采取相应措施对污染排放进行控制，对生产设备

进行更新，同时对产品生产进行排查转移甚至减

产关停，这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企业正常的经营与

研发资金，减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通过成本

挤出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负面影响［13］。其
次，环境规制的实施会通过增加适应性成本延缓

调整时间，增强在位企业的集中度和掠夺性来减

缓各市场参与者的进入和退出进程，削弱市场竞

争的公平性，对企业自身实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

响，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产生负面

影响［14］。再次，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加强国际生产
链条向更具价格与环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若本地产业无法有效衔接与更新，则有可能因为

连锁反应而导致本地产业的空心化，使其逐渐丧

失国际竞争力，甚至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

外［15］。最后，环境规制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地以
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投资的底线博弈，若其他地

区纷纷效仿，则会进一步恶化经营环境，继续巩固

以环境污染、规模消耗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
式，彻底将产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底端［16］。
良性互动主要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对环境规制

政策的积极应对，该应对方式的初衷在于适当的

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对全球价

值链升级产生逆向激励作用，其主要建立在基于

动态角度的波特假说理论之上。首先，环境规制的
实施能够刺激企业对现有产品生产与战略定位进

行反思，增强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能力，重组生产

流程，改进产品质量，延长企业和产品的市场存续

时间，通过制定中国标准来增强国际话语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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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增强企业内部管理水

平和结构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预见性

和竞争维护性，在减少企业退出的同时促进产业

结构由资源密集型、环境依附型向设计、研发等第
三产业占比更高的集约型生产模式转变，促使企

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环节

靠拢［18］。再次，环境规制能够淘汰并清除落后产
能，释放原有生产与服务能力，通过公众环境关心

和心理期望价值的需求传导集中精力开发新产品

和新市场，促进专业化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特别是

绿色竞争力的提升，通过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打

造新兴战略高地，促使全球价值链地位由低质低

效向绿色高端跨越［19］。最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
国内外市场的有效结合，增加互补产品与关联产

业的开发，鼓励产业上下游中间产品的资源共享

与集聚协助，通过联合创新等路径增强产业抗风

险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产业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的整体攀升［2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对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通过市场主体应对模式的不同而产

生不同的效应，两种效应的交互作用使得环境规

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最终影响是不确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静态角度的被动遵循应对模

式是以企业或行业内部资源总量、组织与创新能
力长期不变为基础的，这显然与市场环境的动态

竞争、资源置换及参与主体的逐利行为不符，面对
当前的环境政策收紧趋势，各市场主体必将尽最

大努力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整合内外资源，调整

发展战略，以免于市场淘汰。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
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面影响足以

覆盖其负面影响，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攀升。
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其他条件不变

时，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进一步分析，市场参与者在实施相应的应对

措施时还会受到自身异质性的约束，通过对相关文

献的总结，结合制造业生产完备性和环境关联性的

典型特征，可以发现，资本密集度和污染程度不同，

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也有所

不同。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资本密集度
的大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场主体的综合实力，资

本密集度较高，则技术含量和经济基础较为雄厚，

市场主体应对环境问题游刃有余，但资本密集度较

高，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相对较大，其改造空间和

资源转换的重置成本较高［12］，致使环境规制与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污染程度决定了市场主体对环境规制政策的

敏感程度，污染程度较高，则内部资源消耗较大，

资本外逃现象增加，但同时也会倒逼企业内部或产

业上下游的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进而对环境规制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2: 资本密集度和

污染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三、研究设计

( 一)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近年来，众多学者针对各国各行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具体位置测度进行了激烈讨论和多方推

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 Koopman 等［21］提出的基
于附加值口径的计算方法:

positionir = ln( 1 + IVir /EXir ) － ln( 1 + FVir /EXir )

( 1)
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越高。其中，i为国家，r为行业，IVir衡量的是 i国 r
行业出口中包含多少经别国加工后又出口到第三

国的本国价值增值，即本国中间品对国外产品生

产的贡献程度; FVir衡量的是 i国 r行业出口的最终
产品中来源于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增值，即本

国产品出口中来自别国中间品的贡献程度; EXir 表

示 i国 r行业产品的出口总额。该计算公式能够反
映一国特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具体

位置，若该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则

会通过向国外出口原材料或中间品的方式参与分

工，此时 IV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高于 FV ; 相反，若
该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则通常会

进口大量来自别国的中间品来生产本国的最终产

品，此时 IV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小于 FV。
关于 IV和 FV的具体来源和衡量标准，参考王

岚［22］的价值增值分析思路，构建如下矩阵公式:

VBE = V·( I － A) －1·E ( 2)
V为本国各行业增加值所占份额的对角矩阵，( I

－ A) －1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E 为出口对角矩阵。将
VBE矩阵各行非对角线矩阵元素相加可得到一国中
间品经别国出口给第三国的价值增值，即 IV 的价
值; 将 VBE矩阵各列非对角线元素相加可得到一国
出口的最终产品中来源于别国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增

值，即 FV的价值。分别将 IV和 FV带入公式 ( 1) ，
可得到各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本
文采用上述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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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行业名称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食品饮料和烟草生产业 －0．0158 －0．0099 －0．0028 0．0214 0．0348 0．0331 0．0393 0．0649 0．0655 0．0785
纺织服装和皮革生产业 －0．1261 －0．1174 －0．1095 －0．0921 －0．0647 －0．0769 －0．0698 －0．0550 －0．0533 －0．0417
木材加工及编织品生产业 0．0239 0．0459 0．0598 0．0725 0．1101 0．0723 0．0836 0．0992 0．1057 0．1070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 0．3029 0．3963 0．4648 0．3987 0．3298 0．2334 0．1643 0．1328 0．1183 0．117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2468 0．2963 0．3355 0．3891 0．3854 0．3491 0．3383 0．3561 0．3224 0．3180
石油加工及炼焦核燃料生产业 0．1043 0．2075 0．2611 0．1683 0．2018 0．1500 0．0368 0．0214 0．0307 0．0526
化学原料及化工产品制造业 0．0116 0．0189 0．0156 0．0256 0．0631 0．0408 0．0382 0．0429 0．0461 0．0582
医药制造业 －0．0474 －0．0425 －0．0456 －0．0396 －0．0289 －0．0373 －0．0442 －0．0305 －0．0239 －0．0172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业 －0．0782 －0．0746 －0．0761 －0．0468 －0．0156 －0．0294 －0．0231 －0．0094 －0．0028 0．0126
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 －0．0101 0．0035 0．0162 0．0071 0．0258 －0．0056 0．0102 －0．0079 －0．0053 0．0074
基本金属生产业 0．1018 0．0933 0．1013 0．0856 0．1254 0．0852 0．0764 0．0497 0．0334 0．0450
金属制品生产业 －0．0688 －0．0550 －0．0547 －0．0523 －0．0331 －0．0547 －0．0600 －0．0534 －0．0569 －0．0377

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 －0．2471 －0．2438 －0．2596 －0．2384 －0．1957 －0．1902 －0．1792 －0．1687 －0．1600 －0．140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1399 －0．1434 －0．1519 －0．1332 －0．1131 －0．1237 －0．1240 －0．1127 －0．1157 －0．0967
机械设备制造业 －0．0991 －0．0902 －0．1040 －0．0947 －0．0743 －0．0913 －0．0832 －0．0769 －0．0764 －0．0579
汽车制造业 －0．0525 －0．0561 －0．0623 －0．0461 －0．0059 －0．0133 －0．0290 －0．0275 －0．0133 0．0003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414 －0．1463 －0．1417 －0．1381 －0．1285 －0．1482 －0．1480 －0．1415 －0．1268 －0．1001
家具及其他产品制造业 －0．0867 －0．0742 －0．0827 －0．0740 －0．0539 －0．0678 －0．0650 －0．0560 －0．0603 －0．0507

注:制造业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计算未包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从制造业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

变化情况来看，食品饮料和烟草生产、木材加工及
编织品生产、造纸及纸制品生产、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石油加工及炼焦核燃料生产、化学原料及化
工产品制造、基本金属生产等资源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相对较高，而纺织

服装和皮革生产、医药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
非金属矿产品制造、金属制品生产、计算机电子光
学产品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机械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
业由于起步晚和附加值低等因素，低端嵌入态势较

为明显。进一步比较，各制造业行业在参与全球价
值链分工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提升，但造纸及

纸制品制造、石油加工及炼焦核燃料生产、基本金
属生产等高资本和高污染行业在处于全球价值链中

上游的同时有所下降，这也为我们后续的资本密集

度和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提供了新视角。
( 二) 解释变量的选取

关于环境规制指标的测度，学界并未统一，不

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采取了不同的衡量

方法，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多由计算污染治理密

度［5，8］或构建综合指标［23］等方式来度量。本文根据
数据的可得性与完善性，参考杨骞等［24］的衡量方

法，采用各行业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

额 ( finish) 分别与生产总值和主营业务成本的比值
来衡量环境规制变量 ( regulate) ，从产出和成本两
个角度来度量环境政策压力［17，25］，无论是产出还

是成本角度，都体现了行业生产过程中市场主体

对环境问题的综合规划与积极考量。由于环境统

计年鉴只提供了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

的全国总数额 ( allfinish) ，缺乏行业数据，本文
参考董敏杰等［26］的方法来计算各行业的工业污染

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 ( finish) ，假设各行业的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与工业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费的比重相同:

第一步，将各年度行业层面工业废水治理设

施运行费和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相加，得到

行业层面的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总额 ( MEi ) 。
第二步，将各年度全国层面工业废水治理设

施运行费和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相加，得到

全国层面的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总额 ( MEn ) 。
第三步，将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总额 ( MEi )

与全国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总额 ( MEn ) 相除，得

到各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所占比重 ( MEo ) 。
最后，将当年全国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

完成投资额乘以各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比重，

可得到年度各行业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

投资额，即 finish = allfinish·ME0 。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

资额主要集中于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包括废水、
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等方面，与行业运行、企
业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针对性较强，同时，对工

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情况的衡量更能体现

各行业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 三) 控制变量的选取

在考察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

素时，还应纳入一些其他与之相关的变量，通过总

结前人的研究，结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将以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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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纳入其中: ( 1) 行业规模 ( size) 。行业规
模的大小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速度与处理事务的

应变能力，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运动

幅度，本文采用各行业从业人数的对数来衡量行

业规模变量，其中行业从业人数来源于世界投入

产出表中的社会经济账户。 ( 2) 研发水平 ( rd) 。
研发强度对流程改造、产品开发、管理水平的提升
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到行业的运行调整与转

型升级，本文采用各行业内部研发经费与行业生

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研发水平变量，其中行业内

部研发经费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行业生产

总值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社会经济账户。

( 3) 行业发展水平 ( devp) 。行业发展水平越高，则
经济实力与抗风险能力越强，产业发展与转型的后

劲更足，本文采用各行业生产总值与从业人数之比

的对数来衡量行业发展水平变量［6］。 ( 4) 市场开放
程度 ( market) 。市场开放水平越高，行业信息交流
越活跃，竞争环境也更为严峻，其溢出与冲击效应

能够为本地产业发展带来相应的提升与破坏作用，

本文采用各行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销售产

值之和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的比值来衡量

市场开放程度变量［27］，其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

企业销售产值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产值来源

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表 2 制造业行业分类表

行业序号 行业名称 具体行业细分

1 食品饮料和烟草生产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
2 纺织服装和皮革生产业 纺织业、纺织服装和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业
3 木材加工及编织品生产业
4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
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 石油加工及炼焦核燃料生产业
7 化学原料及化工产品制造业 化学化工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8 医药制造业
9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业
10 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
11 基本金属生产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 金属制品生产业
13 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5 机械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16 汽车制造业
17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8 家具及其他产品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原则

本文基于 2016 年 WIOD 网站提供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和中国相关统计年鉴构建了 2005－2014 年
中国制造业 18个行业 10年期的面板匹配数据。世
界投入产出表包括 2000－2014 年 44 个国家或地区
56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 2005
年之前的数据完整性较差，使研究年限的再扩展

无法实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将考

察年限设定为 2005－2014 年。以世界投入产出表
为参考标准，将统计年鉴中的样本类型设置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并以此进行匹配。
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世界投入

产出表的行业划分标准 ISIC Ｒev. 4 存在差异，本
文以 ISIC Ｒev． 4为基准，参考刘慧岭和凌丹［28］的
对接方法，对相关统计年鉴中的样本行业分类进

行合并与拆分，同时删除数据缺失的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机器设备的安装与修理业，最终得到
18个制造业行业。具体行业划分如表 2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

准》在 2011年进行过修订，从 2012年开始使用最
新版本，为保证行业分类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本文

参考孙早和刘李华［29］的处理方法，按照 2012 年汽
车制造业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比值将之

前年份的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进行拆分; 由
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研发数据存在口径不

一致问题，即 2005－2007 和 2010 年的内部研发经
费支出为大中型工业企业角度，其他年份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角度，为保证数据的平稳与统一，本

文参考张永旺和宋林［30］的处理方法，采用当年大

中型工业企业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价

的比值对相应的研发数据进行折算，统一换算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内部研发经费支出; 为剔除

价格因素对计量过程的影响，保证实证结果的准

确性，本文以 2005 年为基期，分别采用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对行业生产
总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进行平减。
通过对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发

现核心解释变量及各控制变量之间的 vif值严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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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共线临界标准，这说明本文数据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所示。

表 3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sition 180 0．0057 0．1382 － 0．2596 0．4648
regulate1 180 0．0653 0．0874 0．0028 0．5461
regulate2 180 0．0879 0．1245 0．0032 0．9096

size 180 8．7183 0．8540 6．7374 10．5328
rd 180 0．7329 0．5211 0．0712 2．0904
devp 180 5．8687 0．8328 4．4427 8．5171
market 180 0．2880 0．1514 0．0825 0．8258

( 五)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中的理论分析，结合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构建以下模型来验证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positionit = α0 + α1regulateit + α2sizeit + α3rdit +

α4devpit + α5market + year + μit ( 3)
其中，position 表示上文中计算好的制造业各

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regulate 表示各行

业环境规制强度，size、rd、devp、market 分别表示
控制变量中的行业规模、研发水平、行业发展水平
和市场开放程度，year 为时间固定效应，i、t 为行
业和年份，μ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本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基于本文面板数据样本的特定事实，首先以行

业个体为聚类变量，进行混合回归，并作为参照系;

其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分

析，同时对两者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强烈拒绝
原假设，确定本文模型应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

应纳入其中; 再次构建各年度的二元虚拟变量对时

间趋势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强烈拒绝 “无时间效
应”的原假设，确定实证模型也应将时间固定效应
纳入其中; 最终确定本文的计量模型为同时纳入个

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 4和表 5分别报
告了产出和成本两个角度的多维度检验结果。

表 4 产出角度的多维度检验

变量
混合 fe re 个体固定 双向固定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regulate1 0．3253 0．3147＊＊＊ 0．2971＊＊＊ 0．3147* 0．3634*

( 0．2910) ( 0．0777) ( 0．0769) ( 0．1614) ( 0．1737)
size － 0．0701* 0．0859＊＊＊ 0．0126 0．0859* 0．1373

( 0．0352) ( 0．0266) ( 0．0175) ( 0．0432) ( 0．0836)
rd － 0．1175＊＊＊ － 0．0291 － 0．0476＊＊ － 0．0291 － 0．0031

( 0．0375) ( 0．0240) ( 0．0207) ( 0．0266) ( 0．0350)
devp － 0．0255 － 0．0168 0．0032 － 0．0168 0．0072

( 0．0307) ( 0．0180) ( 0．0144) ( 0．0300) ( 0．0571)
market － 0．1684＊＊ － 0．2213＊＊ － 0．3348＊＊＊ － 0．2213 － 0．4111＊＊

( 0．0730) ( 0．1089) ( 0．0839) ( 0．1419) ( 0．1672)
year 无 无 无 无 控制

Constant 0．8796* － 0．5802＊＊ － 0．0115 － 0．5802 － 1．1323
( 0．4784) ( 0．2370) ( 0．1821) ( 0．3478) ( 0．9023)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Ｒ － squared 0．5666 0．1946 无 0．1946 0．350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5 成本角度的多维度检验

变量
混合 fe re 个体固定 双向固定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regulate2 0．2053 0．1953＊＊＊ 0．1814＊＊＊ 0．1953＊＊ 0．2271＊＊

( 0．2037) ( 0．0461) ( 0．0469) ( 0．0911) ( 0．0959)
size － 0．0699* 0．0895＊＊＊ 0．0129 0．0895* 0．1370

( 0．0354) ( 0．0266) ( 0．0176) ( 0．0466) ( 0．0835)
rd － 0．1192＊＊＊ － 0．0253 － 0．0445＊＊ － 0．0253 － 0．0052

( 0．0381) ( 0．0240) ( 0．0208) ( 0．0252) ( 0．0333)
devp － 0．0220 － 0．0229 0．0002 － 0．0229 － 0．0093

( 0．0315) ( 0．0174) ( 0．0142) ( 0．0357) ( 0．0548)
market － 0．1751＊＊ － 0．2505＊＊ － 0．3570＊＊＊ － 0．2505* － 0．4251＊＊

( 0．0708) ( 0．1073) ( 0．0836) ( 0．1345) ( 0．1654)
year 无 无 无 无 控制

Constant 0．8645* － 0．5671＊＊ 0．0121 － 0．5671 － 1．0305
( 0．4861) ( 0．2337) ( 0．1797) ( 0．3314) ( 0．8350)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180
Ｒ － squared 0．5607 0．2017 无 0．2017 0．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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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和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混合回
归、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最终的个体
固定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都证明了环境规制对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积极影响，

这与前文中的理论分析与预判结果保持一致。说
明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指数相对越高，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促

使市场主体放弃被动遵循的消极处理方式，采取

以创新研发为主的积极应对措施，不断提升原有

产品附加值，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促进行业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平稳提升。至此，本文研究假设
1得到证实。
就控制变量而言，产出和成本两个角度的研

究都发现: ( 1) 行业规模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不显著。可能原因
为，行业规模能够为行业发展和市场扩张提供一

定的基础优势，但规模过大，则可能会通过资源冗

杂和协调惯性对行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的提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行业规模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不显

著。( 2) 研发强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影响与预期不符，可能原因为，对研发活动的投资

会增加行业内部成本，且研发强度对行业内部管理

水平的提升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持续或反

应时间，短时间内较难快速转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的驱动力。 ( 3) 行业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原因为，基于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禀赋结构来看，行业生产总

值的提升可能大部分来源于资本或劳动密集型产业，

该类型产业仍然以高投资、高消耗、短平快的粗放
式经济增长模式为主，有待从技术创新和资源集约

等方面做出突破。 ( 4) 市场开放程度目前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原

因为，开放市场在带来技术追赶与管理提升的同时，

短期内也由于激烈的竞争角逐冲击了本地市场，且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投资者投入更多的还是以廉

价要素为基础的低附加值非核心产业，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产业的自主创新，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

级产生负面影响。
( 二) 异质性分析

制造业各行业由于其资本密集度和环境污染

程度不同，环境规制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

的关系也有所不同，这里选取二者作为环境规制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调节变量。其中，资
本密集度由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的对数表

示，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计算求得，环境污染

程度由行业治理运行费用占全国治理运行费用的

比值表示。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positionit = β0 + β1regulateit + β2 factorit +

β3( regulateit· factorit ) + Xit + year + δit ( 4)
positionit = γ0 + γ1regulateit + γ2percentit +

γ3( regulateit·percentit ) + Xit + year + εit ( 5)

其中，positionit 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regulateit 为产出和成本角度的环境规制变量，
factorit 为资本密集度，percentit 为行业污染程度，
regulateit·factorit和 regulateit·percentit分别为资本
密集度、污染程度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X 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产出角度 成本角度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regulate 6．1905＊＊＊ 0．7311＊＊＊ 3．7089＊＊＊ 0．3931＊＊

( 1．4248) ( 0．2107) ( 0．8192) ( 0．1402)
factor － 0．0381 － 0．0522

( 0．0512) ( 0．0503)
regulate·factor － 0．4613＊＊＊ － 0．2779＊＊＊

( 0．1144) ( 0．0661)
percent － 1．1695＊＊ － 0．8999*

( 0．4745) ( 0．4729)
regulate·percent － 1．6093 － 0．9554

( 1．2047) ( 0．9696)
size 0．1306* 0．1290 0．1577＊＊ 0．1370

( 0．0626) ( 0．0787) ( 0．0660) ( 0．0824)
rd － 0．0034 0．0021 － 0．0027 － 0．0008

( 0．0287) ( 0．0283) ( 0．0322) ( 0．0303)
devp 0．0165 0．0210 0．0158 － 0．0035

( 0．0325) ( 0．0520) ( 0．0366) ( 0．0561)
market － 0．3886＊＊＊ － 0．3732＊＊ － 0．5391＊＊＊ － 0．4457＊＊

( 0．1044) ( 0．1632) ( 0．1170) ( 0．1848)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 0．6544 － 1．1305 － 0．6517 － 1．0360
( 0．7817) ( 0．8163) ( 0．7663) ( 0．8095)

Observations 180 180 180 180
Ｒ － squared 0．4655 0．4066 0．4529 0．4038

资本密集度在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

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说明环境规制对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不

同产业类别中存在差别。具体来讲，相对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多与资源或环境有

关，对环境规制政策较为敏感，环境规制能够激励

各行业通过创新研发与转产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整

体规模庞大，实力较为雄厚，调整周期较长，针对

环境规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短期内效果不大。而在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行业整体发展灵活，运行周期

较短，抗风险能力较差，环境规制的实施迫使产业

内部迅速制定应对策略以免于市场淘汰，进而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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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
而，我们认为资本密集度在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面调节作用。
行业污染程度在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

响中存在一定的负面调节效应，但不显著，说明环

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在高污染和

中低污染不同产业类别中差别不大。具体来讲，相
对于中低污染行业而言，高污染行业对环境问题

的破坏更为严重，对环境规制政策更为敏感与重

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迫使该类型产业不断提

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流程，开发新产品，从而在

减轻环境问题的同时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污染严重的行业通常占用

大量投资特别是非生产性投资［5］以满足各项监管要

求，进而使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受到

限制。中低污染行业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对较低，
环境治理成本占行业总成本的比例较小，因而其对

环境规制政策的敏感度较低，该类产业可以灵活制

定产品开发与调整策略以迎合公众环保消费的需求

理念，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因而，我们认为行业污染程度在环境规制对
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负面调节效应，但

不显著，即两类污染程度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短期内差别不大。
据此，本文假设 2即异质性分析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16 年 WIOD 网站提供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与中国制造业行业 2005－2014 年的匹配数
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产出还是成本角度
的分析，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都具有

显著且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行
业要素密集度和污染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资
本密集度在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中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环境污染程度在环境

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负

面调节效应，但不显著。未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
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虑，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很明显:

首先，政府要实施积极的环境规制政策，不断

加大环境规制力度，通过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的动

态关联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但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要根据不同行业的

要素禀赋与环保压力制定弹性标准; 其次，面对发

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新兴成本优势
的双重挤压，中国制造业亟需从价值链底部向两端

攀升，各行业要紧抓高质量发展大势，正确处理环

境规制与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获得绿色发

展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红利; 再次，政府在继续开放

市场的同时应逐渐提高对各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来华

投资的筛选标准，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新能源产业
而非环境消费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引入力度，同
时，增强本地产业的承接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开

放市场与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正向溢出效应;

最后，技术创新与研发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继续加大创新研发与人才

培养力度，推动各市场主体的联合创新与成果转化

进程，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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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nvironmental Ｒegulation Enhance the Division Status in Global Value Chain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HAN Meng－meng1，YAN Dong－sheng2

( 1． Business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Yangtze Industrial Economic Institut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orld input－output table provided by WIOD website in 2016 and the panel matching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is paper calculates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status index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2005 to 2014，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division status of Chi-
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when other control conditions remain un-
changed，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and steadil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division status in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global value chai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di-
vision statu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also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industry factor concentra-
tion and pollution degree． Among them，capital intensity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division statu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lobal value chain，and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has a certain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division statu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lobal value chain，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di-
vision of labor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rough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gradually improve the screening criteria for investors，especially
foreign investors，to invest in China，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innovation Ｒ＆D and personnel training，so as to pro-
vide soli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vision status in global value cha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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